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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汹涌、广阔无涯的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对外交通最主要的区域。人们常

常说“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丝瓷之路”，然而所谓“丝绸之路”，不论陆

道、海道，应指中国对西方的远程交通，而非周边邻近的中外交往。南海向西的远航究竟

起于何时？按照上古时代的科技水平，初期航海多沿岸边而行，故大规模的远航不可能太

早。

就中西交通而言，西汉实可谓开拓时期。彼时陆道固有张骞之“凿空”，而海道南海

至印度洋的远航路线也辟于西汉，与张骞通西域大致同时。在这方面，最早最详而又最明

确的史载，莫过于《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的下列记述：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

耶。……元帝时，遂罢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

可二十余日有谌离，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

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

与应募者俱入海……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

自此还矣。

此段史料尤其是涉外地名，近百年来迭经中外史家考证，然迄今犹言人人殊、未有定

谳，有些今地比附之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例如，黄支今地究在何处？自藤田丰八、费琅

定在印度东南岸后，颇得众人之拥护，但也有的考在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乃至非洲。至

于航线中经诸地，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不打算探讨西汉时的涉外地名，而着重

分析当时远航路线的始发点，唯将有关论著作为附录详列于后，并不一一另加注释。

本来上引史料所述的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似乎相当明确，不应有太大问题，可实

际上却有不少意见分歧，诸如：对“障塞”如何理解？徐闻、合浦古港的今地何在？为何

《汉书·地理志》未提及远航印度洋的始发点是番禺？而对于“障塞”等的分歧，还常常

表现在不同的断句或标点上，兹略介诸说如下：

（一）动词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此说见于韩槐准的（旧柔佛之研究），认为“日南即今安南顺化一带，汉武帝始置郡，

所谓障塞，或指地方扰乱不能从陆路通行”。吴景宏（秦汉时代中菲关系之探讨）的意见



相同。

（二）名词说

1．[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论者多采此说，以“障塞”作边徼要塞解，把日南边塞与徐闻、合浦同列为西汉远航

的始发点。

2.[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谓“案障塞无闻”（《二十五史补编》），或以之为不可

考的地名。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朱一新曰：障塞犹筑亭乘障塞之障塞，非县名也。

汪氏云障塞无闻，殊误。”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即作如上之标点，并于障塞旁加专名号。

3．[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苏继庙《南海钩沉录》认为此徐闻、合浦与雷州半岛一带的徐闻、合浦为同名异地，

属于日南障塞，“可假定徐闻在西卷海口，合浦在象林海口”。

4．[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王新民、韩振华《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汉书地理志附录考）》初解作：在中国最

南部边界小城，“徐闻合浦船行……”（韩说）或“慢慢听到”合浦船行……（王说）。

但后来韩先生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

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已修正为“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赞成“徐闻即今

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

按上述将徐闻、合浦置于日南郡内，仅属假定，可置不论。将“障塞”作动词解，虽

不无可能，然西汉时未闻日南地方有大乱事，缺乏有力之史料可为佐证。而观诸两汉史籍，

大量材料均可说明上引“障塞”乃普通名词，既非动词，更非专有地名。兹不厌其烦加以

引录：

《史记》卷七○《张仪列传》：“除守徼亭障塞……”。

卷一一五《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障塞破坏，亭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严敕障塞，缮设屯备……”。

卷二○《祭彤传》：“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卷廿二《马成传》：“缮治障塞……”。

卷廿四《马援传》：“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

卷四七《班勇传》：“……以逼障塞”。

卷四八《应劭传》：“故数犯障塞……”。

卷八七《西羌传》：“障塞亭燧出长城外……”。

卷九○《鲜卑传》：“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乎”。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列两处记载：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提到，汉元帝曾派人口谕单于曰，“中国四方皆有关梁

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

《后汉书》志廿八《百官志》载：“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

原来南、北方均有障塞，并设障塞尉治理，则该名指边徼要塞地区甚明。所谓曰南障

塞，即位于西汉最南边的日南郡边疆，再往南便是史书常常提到的“日南徼外”了。至于

其今地，由《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记载看，日南障塞实为日南象林界，即日南郡

最南一县。西汉象林县治所，应即后来林邑国的早期都城典冲，位于武嘉(Vu Gia)河畔维

川(Duy Xuyen)县南的茶荞(Tra Kieu)，但其南境应达到华列拉角(Cap Varella)和大岭(Dai

Lanh) 一带。

除了日南障塞之外，对于徐闻、合浦的考证亦不无歧见。徐闻是西汉合浦郡郡治。其

今地，《广东历史地图集》标在海康即今雷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

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一文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在雷州半岛南端

即今徐闻一带。据陈序经《东南亚古史初论》（载《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意见，

航船如由海康出发，需绕过危险的琼州海峡，故或置于雷州半岛南端为是。合浦则在今广

西北海市北面，与今合浦大致同地。另关于西汉、东汉合浦郡的郡治，《中国历史地图集》

均标在合浦，而《广东历史地图集》均标在徐闻；然《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县五，依次

为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后汉书·郡国志》之排序则改为合浦、徐闻、高凉、

临允、朱崖，显见该郡郡治在两汉有别。

由上所述，作为西汉南海向西远航之始发点，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三地是无可怀疑

的。可是为何古代广州亦即番禺呢？近年来，论者多据《淮南子》所记“番禺之郡”与“越

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

瑇瑁、果、布之凑”及一些考古发现，认为广州是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或东方

发祥地，甚至主张上引西汉南海远航之起航点应是番禺，日南、徐闻、合浦只是作为番禺

的外港而记载（见下列书籍的部分论文：《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1991

年版；《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古番禺是秦汉南海郡的郡治，曾为南越国国都。它无疑是秦汉之际乃至先秦时岭南地

区的一大都会，海内外商品辐辏的贸易中心，但不一定非是最早的对外起航发舶港口不可，

至少在西汉就未必如此。如果我们以“丝绸之路”指中国对西方的陆、海远程交通，则其

开辟似未能早于西汉，至于西汉则明见于官方历史记录。《史记》、《汉书》史官作者掌

握了大量的公文，如果番禺确是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则似不应无载。诚然，当时番禺

集合了无数供海内外贸易的奇珍异物，但其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或为古代国内所产，或

由外航港口运至都会（“都会”也可理解为“都城”），也不排除由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转



来。

在判定西汉南海对外远航始发点的问题时，除了史载、文物外，还必须考虑两个因素：

(1)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属汉朝版图；(2)依当时航行水平，北部湾乃南海最佳对外航行

区域。

若据历史记载，西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之对外交通，应较番禺郡频繁。首先，汉

代岭南九郡所属的交趾刺史部或交州刺史部，最初系以交趾郡治为治所，后来才移治今广

州。《后汉书》志廿三《郡国五》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蝼县，元封五年

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曰：“交

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为交州。”羸蝼县今地，在河内西北一带。由交趾至日南既

为当时中国最南边疆，州治又一度设于此处，其所濒临的北部湾自然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

区，故东汉时究不事、叶调、掸国、天竺、大秦等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反观由珠江口

出洋，如沿岸西行出北部湾，需经琼州海峡，如由深海经海南岛东面南下，需经七洲洋，

而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若非后世航海科技水平提高，实难以达到。只有

到东汉末以后，由于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国所据，其沿海一带已无复昔日之安宁，由北部湾

出航逐渐变得危险，加上深海航行事业日益发展，故南海向西远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

于是从六朝到隋唐，逐渐形成了“广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汉代的交州日南航线。

北部湾既是西汉南海对外远航的主要区域，为何将最南面的日南障塞放在最前，而非

“徐闻、合浦、日南”呢？有无可能仍应标作“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即

当时整个北部湾属于交州刺史部管理的军事要地——日南障塞，而北岸的徐闻、合浦均属

其所辖？综观《汉书·地理志》载文，合浦、日南各郡条下县名属次分明，《后汉书·百

官志》所记障塞尉只设于县，职掌有限，故似仍以三地并列为是。三地均可发舶，但其中

首要起航点应为日南障塞。

总之，根据《汉书·地理志》的明确记载，西汉南海对外远航的主要区域应在北部湾。

由此到后来的中国对外航海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或应引起吾人的注意：除了某些海禁、闭

关时外，自古代到近代，随着航海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内地交通贸易来往的日益密切，

以及中央政府对全国控制的加强，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主要起航点出现由南向北逐渐转移

的趋势。在两汉，对外远航的主要起点在日南，形成《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交州日南对

外航线；由吴晋至隋唐，广州大为兴盛，而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为

标志；南宋至元代，泉州一度领先，故有《梦粱录》由泉州放洋过海泛往外国的记载；到

了明初，起航点北移至福州、苏州，至郑和下西洋自五虎门或刘家港出发；及至清代，上

海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

[附录]有关《汉书·地理志》中西航路记载之部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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